
摘 要：本文以清光绪年间湖北矿务为个案，分析了一起地方抗阻事件及其处

理策略。地方抗阻反映了晚清社会秩序与近代矿业发展之间的张力，而问题的

解决之道同样来自晚清的地方治理结构。具体而言，疏解抗阻的过程即是遵循

“抚地方之民”的治理逻辑，通过“寻找支持者”与“利益均沾”来弥合张力的过

程。这一过程促进了矿局的实际创生，使它以主办官员的关系网络为基础孕生

出了地方性，从而得以内嵌于湖北的治理结构中。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所展现出

的地方性可能以更复杂的形态在中国后续的工业组织与制度中得以呈现，“地

方”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工业组织与传统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尚

未被当前学界充分讨论的后者影响前者的机制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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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ng，and therefore its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also lay in the local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rough the strategy of“looking for supporters”and

“profit sharing”，the tension was subsided and the local resistance was mitigated to

some extent. Both policies followed the logic of “pacification”governance theory

form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ditio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By pacifying

the local resistance，the Mining Bureau was able to come into existence and eventual

became embedded in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Hubei. The Bureau also present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localism，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early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which subsequently developed into a more complex form in the late stage of Chines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This “local”perspective enables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a’s moder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words：governance structure，modern chinese industry，localism，social trans-

formation，late Qing Dynasty

一、问题的提出

（一）传统社会秩序如何影响中国近代工业
近现代工业是如何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它与既有秩序之间的关系

如何？上述问题来源于一个更为宏大的社会科学主题，即政治社会秩序
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韦伯（2010a）以“理性化”为关键词，讨论
了国家、法律、社会心态等因素与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亲和关系。布罗
代尔（2017：741-744）认为，在作为技术革新的工业革命到来之前，社会
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工业运动”，即向工业生活方式的转化。换言之，西
欧的社会秩序自然孕生出了工业资本主义，后者的发展又引发了秩序
更为复杂的变迁，工业与秩序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交错变动的复杂状态。

与中国同为后发国家的日本，其产业革命更多依托于现代国家建
设而进行：殖产兴业的过程是在倒幕运动、明治政府建立以及地方自治
的背景下展开的，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了整个产业变革（诺曼，2018；磯崎
初仁等，2010；朱荫贵，1994）。

中国的情况与西欧、日本都不相同。 由地方大员主导的洋务运动
一方面是在西方刺激之下产生的，另一方面又没有像日本那样先确立
政治制度，因而只能依托于既存的政治社会秩序而发生。虽然在太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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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后、同治中兴的过程中，汉族精英也进行了诸多社会整合的努力，
但这些努力主要以恢复传统儒家的政治社会秩序为目的（芮玛丽，
2002）。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则要在清末新政时期，甚至清
朝覆灭之后才以“集中化地方主义”的形式逐渐发生（杜赞奇，2003；李
怀印，2018）。

基于上述背景，既有关于中国近代工商业的研究结论更像是《儒教
与道教》的相关内容在近代史领域的扩展：1理性化的缺失妨碍了中国
理性资本主义的发生，而近代政治社会秩序变革的滞后又导致产业发
展的阻滞，最终使得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极为缓慢乃至停滞不
前。此外，具体的研究路径也非常相似：研究者将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
等中国近代工商业组织与理性资本主义企业对照，继而认为与“官”有
关的诸多元素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组织的独特性所在，也是中国既存社
会秩序影响近代工业的结果（费维恺，1990；朱荫贵，1994；罗苏文，
2008；陈锦江，2010）。

本文认为，这些研究揭示了中国既有社会秩序影响近代工业发展
的一个重要侧面，但它们将重点直接放在了中国近代企业组织特征的
剖析上，而忽略了当事人为促进组织创生所展开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
对于组织的影响。正因为这种对于事件和行动者主动性的忽略，相关研
究对机制性问题普遍关注不足：指出了“官督商办”等特征与近代中国
社会秩序之间具有相关性，却很难解释清楚这种相关性的发生过程和
具体含义。

基于此种研究现状，本文将回到中国近代工业创成的具体历史情
境，通过分析“地方抗阻”的相关案例，对既存社会秩序影响中国近代工
业的方式和机制进行讨论。文章试图还原一个准近代企业在筹备与建
设过程中的困难及问题解决的过程，以此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国近代
工业组织的认识，深化对其诸多特征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有助于
揭示中国近代工商业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独特性，阐释中国工业发生过
程中不同于西欧与日本的近代化特色。最后，文章有助于锚定产业在中
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

1.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讨论了中国社会形态与理性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韦伯
（2010b） 认为，中国的家产制国家结构和官僚系统结构会催生出一种一般性的传统主
义，后者导致理性化的过程趋于停滞，从而无法发展出具有现代性的理性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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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亦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所具有的诸多表征。

（二）案例：矿务大潮中的地方抗阻现象
本文所选择的案例发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清光绪元年（1875 年），

盛宣怀 2在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授意下前往湖北，着手勘探并发掘湖北
煤矿。这项工作并非孤立展开，而是归属于晚清矿务大潮的一部分，后
者的出现又与整个洋务运动的大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国近代化
的开端，洋务运动最初以军工制造业为主，但随着江南机器制造局、福
州船政局等一系列洋务企业的创办，开发中国煤铁矿产的重要性愈发
凸显出来。同治十一年（1872 年），李鸿章在奏折中阐明了开矿以求富
强的想法，3两年之后的同治十三年，因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之事，李鸿章
再上《筹议海防折》，更为详细地讨论了如何通过简器、造船等手段以图
自强的问题（顾廷龙、戴逸，2008b）。同年，李鸿章又与船政大臣沈葆桢
共同上折“请开煤铁以济军需”，正式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谋划已久的矿
务大潮（赵尔巽等，1998：2512）。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矿务大潮的进展并不顺利，“地方抗阻”现象
广泛出现。

前岁闻江宁之煤矿言明将开有日矣，旋闻官与商争而止。
又闻乐平之煤矿言明绅民均愿开矣，旋闻委员与地方官不合
而止。今岁又闻镇江之煤言明商民均愿开矣，旋闻邻县绅士不
愿而止。又闻广济之煤矿言明本地之民愿开矣，旋闻武穴之商
民不愿而止。4

具体到本文案例，盛宣怀刚刚开始主持湖北的勘矿工作，就遭遇了
来自地方的巨大阻力。 5光绪元年五月，广济绅民（共 39 人）上禀，言阳

2. 盛宣怀（1844—1916 年），字杏荪，江苏江阴人。同治九年（1870 年）入李鸿章幕府，凭
借操办实务不断获得晋升，最终官至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一生以路、矿、电报、航船诸大
端自效，曾掌管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厂、汉冶萍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
中国通商银行等多项官私企业。
3.“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之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借此二端耳……
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
兵之计殊有关系，此因制造船械而推广及之，其利又不仅在船械也。”（参见顾廷龙、戴
逸，2008a：109）
4 . 见《申报》光绪元年五月十三日（1875 年 6 月 16 日）。此外，光绪元年二月，同属李鸿
章主持操办的磁州煤矿在筹备过程中也遭到了地方民众的严重阻挠（王玺，1962）。
5. 盛宣怀之所以选择去湖北勘察矿产与自身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盛宣怀出（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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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山之煤万万不可开挖。广济知县收到禀状后，并未直接干涉此次争端，
而是写信希望盛宣怀赴县开导解决。此外，部分湖北州县官员的态度更
为消极：有人向湖广总督致信，试图阻挠洋矿师前往勘矿（徐元基等，
2016b：208-209），还有人甚至对洋矿师在邻县勘矿心生畏惧，闹出界址
纠纷，延缓勘探进度（徐元基等，2016c：97-98）。在盛宣怀操办湖北煤矿
期间，“如何处理各地绅民与官员的抗阻”几乎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难题。

本文聚焦于地方抗阻事件及其解决过程，希望通过对特定案例的
剖析来阐释社会秩序，尤其是地方秩序对近代工业的影响及其发生机
制。之所以选择这个案例，原因有二：

第一，“地方抗阻”是洋务实践与地方社会开始密切接触之后所产
生的现象。洋务运动前期的军工产业（如军械制造）尚且可以由地方大
员选址、在小范围的厂房中进行，工业与社会之间保有一定的距离。但
到了矿务大潮阶段，情况发生了明显转变：“矿事动与地方相维系，其非
比轮船制造，只需有米为炊，与地方毫无交涉”（徐元基等，2016d:63）。
一方面，从勘掘到运输，矿务生产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与地方绅民展开密
切互动，相应地，当地各个层级的官绅百姓对于办矿的态度直接关涉矿
务大潮的成败；另一方面，矿业开发高度依赖于自然矿产分布，这使得
洋务派官员无法单纯凭借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社会安定程度来选择开矿
位置，而是要在开矿位置确定后调动各种资源，尽可能获得当地官绅的
支持并维持社会稳定。所以，矿务大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中国近代
工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地方抗阻”现象正是这个转折的外在
表现形式。

第二，“地方抗阻”及其解决方式的背后已经反映出了近代工业区
别于传统行业的某些特点，我们可以通过对地方抗阻的分析，发现这些
特点与既存政治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及其可能的弥合过程。盛宣怀要
以自强求富为目的进行规模性机械开采，所以其矿业实践范围并未局

身官宦世家，其父盛康曾在同治元年担任过盐法武昌道，故盛氏早年曾经随
官鄂中。在此期间，他看到过湖北广济县所呈上的关于开挖武穴煤山的禀禁，也因此得
知当地有一定矿藏；此外，他还曾于丁卯年（1867 年）亲赴广济，大致考察过当地交通和
地产情况，认为该地矿藏具有勘掘的可能性，由此记挂在心，“怦怦于中将十年矣”（徐
元基等，2016a：31-33）。此外，此次勘矿与盛宣怀个人仕途关系重大：身为李鸿章的幕府
成员，32 岁的盛氏此时仍是非科举正途出身的候补官员，他迫切希望能够通过办矿积
累功绩，尽快获得实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2018a）。

（接上页）

5· ·



社会·2022·1

限在一个特定的地区，而需要雇佣洋师、洋匠在湖北各地广泛寻找可供
机器勘采的大型矿脉，这一点与传统开矿方式高度不同。传统的煤炭开
采或是为了满足附近地区百姓生计和用煤需要，或是为了提高当地政
府的财政收益，它一般被限制在非常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并由地方官绅
直接管控（严中平，1948；林荣琴，2014）。概而言之，传统煤矿业基本可
以视为一种有限的地方自决行为，相关互动大多在地方州县官员和基
层社会的绅民百姓之间展开，而盛宣怀此次却是以国家自强之名号、以
外地官员的身份去遍览湖北矿藏。他所面对的并非一个特定地域的抗
阻，而是所有勘矿地的可能的反抗，他还需要以一个“外人”的身份去处
理广泛发生的抗阻问题。盛宣怀的目的、身份以及行动范围都增加了处
理地方抗阻问题的难度，这就意味着盛宣怀等人需要在既有经验的基
础上进行新的实践探索。

联系洋务运动的后续发展，以上两个特征在近代工业发展过程中
持续存在，相应地，盛宣怀在湖北办矿的实践探索亦可能具有“母胎”性
质：继煤矿业之后，电报通信、钢铁冶炼和铁路等近现代工业也被相继
引入，6而无论是电线的架设和维护、煤铁矿产的勘掘运输还是铁路线
路的铺设和保养，都横跨广阔地域，要与各个地方、各个层级的官、绅、
民展开复杂交涉。 7因此，本文所反映的近代工业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
题可能随着工业的不断创生而愈发重要。有趣的是，上述产业在中国的
发生和发展都与本文的主人公盛宣怀密不可分，作为中国电报总局、汉
冶萍公司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负责人，盛宣怀的一生都与实业相关，他
的生命史也成为观察中国近代工业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也正因
如此，19 世纪 70 年代湖北煤矿的开发过程不容忽视，它可以被看作中
国后续工业实践的经验基础，同时也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工业与政治社
会秩序之间关系问题的原点。

本文试图重回光绪年间湖北办矿的具体情境，首先梳理“地方抗阻”现
象的成因，而后整理和分析盛宣怀等人疏解地方抗阻的策略及其影响。
在社会学意义上，本文将对下列问题进行回答：矿务大潮中的抗阻现象

6. 矿务大潮发生在 1875 年。1881 年，盛宣怀成为电报局总办。1885 年青溪铁厂和 1890
年汉阳铁厂的兴建标志着钢铁行业的引入，大规模的铁路建造亦始于 1888 年。
7. 已有研究发现甲午战争之后至民国时期，地方官绅的态度与行为仍然影响着矿业的开
展，各类人群围绕办矿展开了长时间的复杂互动（肖育琼，2006；王守谦，2009；李超，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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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怎样的结构性问题或更深层次的矛盾，相关主体如何对这类矛
盾进行疏解，他们的行动如何运用传统秩序，包含怎样的内在逻辑？此
外，联系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如果此次勘采可以视为中国发展
现代煤矿产业的初步尝试，那么分析地方抗阻过程又会为我们理解中
国近现代工业和社会发展提供怎样的启示？

（三）关于“地方”问题的说明
本文所涉及的既存政治社会秩序主要与“地方”有关，其实质是具

有地方性特征的传统治理结构。因此，在阐释该结构对于产业的影响之
前，首先需要阐释本文中“地方”一词的含义。遵循“地方抗阻”事件本
身的行动主体，本文的“地方”并非指代县域以下的基层地方社会，也不
具体指代道、府、州、县等某一个特定的行政层级。它是指湖北地区广阔
的空间和制度系统，包括相关的官僚体系与广阔的基层地方社会。从人
群上看，既包括从湖广总督到各个知县所组成的官员群体，也包括县域
以下的基层绅民。

这个定义可能会与一般的洋务运动研究有所不同。事实上，关于洋
务运动的研究经常提到“地方”，但具体到不同的研究语境，“地方”会
具有两个不同的指向：

第一个指向是与中央相对的地方，主要在说地方督抚这个层级。关
于地方督抚及其幕僚关系网络的相关研究已经指出，洋务运动不是一
个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全国性行为，而是一个由地方督抚主导的松散运
动，地方督抚的权力和社会关系对于组织创生具有重要意义（福尔索
姆，2002；李培德，2009）；软弱的中央政权和松散的组织方式也对洋务
事业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朱荫贵，1994）。

第二个指向是那些在正式官僚系统之下的、士绅参与治理的基层
地方社会。关于基层地方社会与洋务运动的关系，陈旭麓（2012）指出，
地方绅士及民众的特点和他们对于洋务的态度构成了洋务组织创生过
程中不可忽视的背景。此外，一些学者也通过个案研究，指出了地域社
会状况、基层的绅民群体与洋务企业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宋美云，
1995；袁为鹏，2014；肖育琼，2006）。

洋务运动研究中关于“地方”的两个所指其实忽略了另外一部分同
样具有地方性的群体，即地方督抚的幕僚以及“实际执行政令，直接管
理百姓”的州县官员（瞿同祖，2003：1）。这种忽略使得一些研究问题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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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悬而未决：首先，研究虽然指出了督抚权力和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却
并未详细阐释这些权力作用的方式；其次，已有研究表明在地方抗阻等
事件中，基层绅民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发生明显的
变换，但因为缺少对于官绅互动过程的描摹，研究不能深入揭示绅民行
为态度转换的原因，而只能泛泛地以经济补偿数额或士绅的极力劝导
来进行解释（曾伟，2016；K觟ll，2019）。本文采用的“地方”概念或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缺憾，通过引入中间层来阐释地方督抚权力的运
作方式，丰富对基层绅民行为逻辑的理解。

此外，从本文的主题出发，晚清地方治理结构对于工业创成的具体
影响也很难通过官僚系统内部的某个单一层级进行展现，我们需要分
析治理体系中不同层级行动者的复杂运作，才能对这个问题有所揭示。
因此，以光绪年间湖北矿务 8的地方抗阻事件为例，本文希望用事件将
各个层级的行动主体串联起来，详细分析他们对于事件的认知与行为
逻辑，深入剖析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侧重于刻画盛宣怀等人针对
地方抗阻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从而揭示既存社会秩序对近代工业的影
响，深入理解中国早期近代工业创成中的本土特性。

二、阻力为何：地方抗阻的成因及其实质

（一）湖北官绅反对开矿的理由
在阐释“地方抗阻”现象的时候，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是，为什么湖北

的地方官和士绅会反对办矿？从史料来看，不同地方的官绅对这一问题
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

在士绅上禀的发生地和矿局所在地广济，绅民对于矿业的态度与
清代的“禁矿派”完全一致，9认为开矿会影响庐墓和风水，还会威胁社

8. 由于这次湖北办矿存续时间只有 7 年，且一直没有正式进入机器开采阶段，故学界对
于它的讨论并不算多，基本围绕选址、资本和失败原因等主题展开（梁华平，1993；徐元
基、武曦，1980；徐元基，1981a，1981b；袁为鹏，2002；邹俊杰、姜迎春，2017）。其中，也有文
章涉及地方抗阻问题，但论述更多集中在描摹现象以及论证该现象对矿局本身存续的
影响上（徐元基，1981b；邹俊杰、姜迎春，2017）。
9. 事实上，已有学者通过梳理官绅的矿政论战发现，清代关于“是否开矿”这个问题一直
存在着长期广泛的争论。“主禁派”反对开矿，认为开矿将会对庐墓和风水造成永久性损
害，还会威胁社会治安；“主开派”则赞成开矿，他们视矿业为重大利源，认为开矿可增加
官府税收，改变财政困窘的局面（韦庆远、鲁素，1984；林荣琴，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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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治安。光绪元年五月广济绅民（共 39 人）所呈的禀状较为详细地阐述
了禁矿理由。

从前本地射利之徒私行偷挖，则武穴有回禄之灾。来龙之
说本属渺茫，但屡挖屡验，经各宪禁示在案。升县方并勒有永
禁碑石，嗣后利徒遂无有偷挖情事。窃思利之所在，人所必趋。
假使有利无害，何以自有兹山以来，从未有经掘挖而留完璧以
致今日乎？……近闻招商局委员奉札来开此山以为国计，地方
何敢抗阻。但山仅开数日，即于是数日火已叠烧三次，幸扑灭
未燎。是利于国计者犹后，而害于民生者独先。然此不过小试，
尚且应响如神，若日后大兴土工，似此应验，则武穴并沙地一
带房屋居民靡有孑遗矣。（徐元基等，2016e：5）
上禀者认为，广济当地并没有长期稳定的采矿历史，虽然之前存在

“射利之徒”私挖煤矿的现象，但是这种行为并不被社会认可，开矿这件
事情本身也是被官方严格禁止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士绅们对开矿这
个与地方传统不符的事件态度非常消极，与此相关，湖北开采煤铁总局
（下称“总局”）工作人员到来之后发生的三次火灾也与勘矿行为联系起
来，被士绅视为有害地方民生的不祥之兆。

但在湖北中部的宜昌地区，地方官绅抗阻办矿的原因却是该地本
身具有煤矿开采的传统，矿局的到来会“与小民生计不无窒碍”，从而对
地方民生造成威胁。这一点在知府瞿廷韶致湖广总督李瀚章的文书中
有所体现：

期间有煤可采之处，小民无不赖以为生。他邑皆僻处深
山，惟巴东、归州两属产煤较旺，地临滨江，贫民多借此为生
活，非若广济、兴国一带民间不以此为业者可比。且沿江一带
尽属民山，又非广济、兴国之本有官山者可比。即使给予价值，
买而有之，而民间以挖采贩运原有之业，一旦顿失其利，身家
所系，讵肯甘心！此官开矿务与小民生计不无窒碍者一也。（徐
元基等，2016a：208）
此外，反对开矿的湖北地方官还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理由，即担心洋

人勘矿会引起地方民众的敌意，破坏地方的稳定。盛宣怀此次勘矿需要
找到矿脉为西法开掘做准备，所以洋师和洋匠是勘矿过程中最核心的
人员。但彼时汉口刚刚开埠，湖北多地民众对于洋人非常仇视，很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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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甚至“以抗击外夷为气节”（徐元基等，2016f：199），洋师和洋匠的出
现很容易引起地方士绅和民众的敌意，从而导致舆情的进一步恶化。 10

因此，不论是基层州县官员，还是湖北巡抚翁同爵，对于开矿一事都很
迟疑，11他们担心总局在自采办矿过程中与当地民众产生争端，引起更
为严重的地方性混乱。

可以发现，地方官绅反对开矿的理由因地方民情的不同、自身身份
层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这些不同之中也隐藏着明显的共性特征：
他们都站在“地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担心盛宣怀此次开矿会对地方
产生消极影响。尽管光绪年间的矿务大潮本身以“富国”为名，但当官绅
觉察到“地方”观念与“富国”观念可能发生潜在冲突时，他们会转而维
护地方利益。这不仅是职责上的要求，12还与地方官绅自身的利益，如

考成等问题密切相关。13因此，此种地方性观念与办矿行为之间的张力
既是抗阻出现的原因，也是抗阻能否被疏解的一个关键所在。

（二）地方抗阻与官僚系统的困境
作为湖北办矿的负责人，盛宣怀实际上拥有一套应对地方抗阻的

理想疏解方案。光绪二年七月，在圻州知州熊銮干扰开矿几个月之后，
盛宣怀曾向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专论矿事，其中便蕴含着他对于地方
抗阻相关问题的理解。

如欲就开采为自强之本，断非一局所能赅，断非一委员所
能办。必应援照船政大臣之例，请旨简放刚正明干大员为矿政
大臣，延聘头等洋师二人为正副监督，率同遍视各省产矿之

10. 后续事实证明，总局勘探期间确实出现了民众殴打洋师、洋匠的情况。例如，光绪三
年四月，广济翟家畈发生了抢劫打人事件，勘矿器械被抢去，洋人带的小工被殴伤（徐元
基等，2016g：183）。不过此时士绅和知县已经开始积极配合总局处理此类问题，最终案
件得到了及时审理和解决，没有引起更大的事端。
11. 具体书信不可考，但是李鸿章致盛宣怀函中有“翁帅于开矿一事未免过虑，然土法效
速而利微，洋法效迟而利广，方今中国欲图自强，先求自富，自富之道以矿务为一大宗”
的讲法（徐元基等，2016h：94）。
12. 瞿同祖（2003：31）在《清代地方政府》中曾以维持辖界秩序、征税、司法来概括地方州县
官的基本职责，并认为一个州县官本身就应该通晓该地区所有的情况。
13. 担心开矿引起社会秩序混乱、影响自身政绩历来是官员反对开矿的重要原因，正如
乾隆年间御史和其衷所言，“向来地方官员自顾考成，惟恐滋事，虽屡经有人奏请开采，
而终阻抑未行”（和其衷，2004：51）。关于官员因担心聚集生乱而反对开办煤窑的案例，
可参见《中国煤矿史读本（古代部分）》的说法（吴晓煜，201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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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择其利厚者，随时奏明，次第开挖。凡可以开采之处，准矿
政大臣选派委员，添雇洋匠，专司其事。无论各省开采若干处，
俱归督办；地属何省，即会同该省督抚奏事，不欲速而取效必
多，不惜费而利源必畅，此开矿之必专其任也。（徐元基等，
2016i:108）
从论述中不难看出，盛宣怀已经发现“地方抗阻”背后的体制性问

题：既有的官僚系统中缺乏专门负责办矿的官员，也缺少能够将矿政从
中央推向地方、从理念变为实际的强权。质言之，盛宣怀认为旧有的官
僚系统不适宜发展矿务，希望能够建立一条从上至下、以开矿这一事务
性工作为核心的专门行政系统，以此实现办矿者与地方官僚之间理性
的、程序性的沟通，获得地方政府对于办矿的支持。

然而从史实来看，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存续期间盛宣怀理想中的官
僚系统并没有建立起来，处理地方抗阻只能依托既有的治理体制。这种
治理体制对于办矿的困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官僚系统内部
的结构性困境，盛宣怀无法对湖北地方官僚下达行政命令。在湖北办矿
时盛宣怀的身份是直隶候补道员，品级虽然比一般的州县官员略高，但
并无实权，只是作为李鸿章的幕府成员出现。更重要的是，不论是李鸿
章还是盛宣怀，都既非京官也非湖北当地官员，不具备向湖北地方官员
下达行政命令的合法性。因此，尽管清代的官僚行政系统整体而言具有
一定的集权化特征（瞿同祖，2003：11-12），但在湖北办矿的过程中却始
终面临行政权力不足的问题。身为“隔省道员”的盛宣怀不但无法命令
地方官配合总局创生，还需要在工作中“不得不格外谨慎，又不能停手
致生枝节”（徐元基等，2016i：108；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2018b）。另一
方面，来自官僚系统的行政权力对基层地方社会的渗透极其有限，这进
一步增加了疏导抗阻的难度。地方抗阻最直接的上禀者是地方士绅，不
论是李鸿章还是盛宣怀，都认为只能用一种非常柔性的、“详切开导”的
方式去解决士绅的上禀问题（徐元基等，2016j：7）。

台湾、乐平民间已习为故常，一切风鉴之说可以破除。广
济等处士民多信风鉴，虽经开导勉从，几似力保其民间无恙
者。开挖即远庐墓，而来龙过脉再所不免，苟其室家有故，犹欲
归咎开采，无从辩驳。必平日临之以庄，感之以恩，使其异议无
自而生，其难三也。（徐元基等，2016d: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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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之以庄，感之以恩”的原因可能是多重的，其中“皇权不下县”
的传统以及孔飞力（1990）所描述的晚清地方军事化构成了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 14彼时太平天国运动刚刚结束，地方社会的自治强度非常大，
此种情况在湖北更为明显。咸丰年间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在文章中直
接指出，“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为”（胡林翼，2008:
935）。学者们关于两湖地区以及黄州府（即广济县所属之府）的社会史
研究也已经指出，借助办团练的契机，士绅权势得到了空前的扩张，甚
至已经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杨国安，2012：314）。两湖地区团练
的主事者主要是乡居的低级士绅和士子士人，他们不但会组织地方民
众抵御太平天国，还会在社会动荡和政府控制力下降的时候组织基层
行政，维护地方安宁。太平天国之后，团练逐渐演变为一种常态化的基
层组织，地方官府对团练局以及局绅、局董的依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
地步（林济，1999:182）。在这一背景下，既存官僚系统的权力渗透能力
变得更加有限，来自基层地方的抗阻很难用行政命令来解决，只能采取
“疏导”的方式进行。问题在于，一般的“疏导”需要建立在官员与士绅
之间长期合作互动的基础上，15 而且这种“疏导”是具体的、因地制宜
的，盛宣怀本人既非本地官员，又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处理多个地区的
抗阻，其中的难度不言而喻。

概言之，地方抗阻难以疏解的现实背后潜藏着晚清地方治理结构
与矿务发展需求之间的深刻矛盾。发展矿业需要与地方频繁互动，所涉
及的地域范围也比较广大，这就意味着该产业可能与具有普遍主义性
质的官僚和制度系统更为亲和。然而从社会现实来看，承载着“富国”理
想的中国煤矿产业只能在有限政权的前提下，在既存的地方治理结构
和传统观念中寻求发展。因此，盛宣怀疏解地方抗阻的诸多举措，既是
直面传统秩序与发展矿务需要之张力的过程，也是通过具体行动对二
者进行弥合的尝试。

14. 这里的“皇权不下县”是对传统政治结构中由上而下政治轨道的有限性的一种形象
的说法。虽然已有学者指出，清代行政制度的设计中有向基层社会渗透的部分（胡恒，
2015），但在已有官僚数量和管理体系确定的情况下，这种渗透依然是有限的，地方士绅
对地方公共工程等事务仍保有极大的主导权（费孝通，2013：275-284）。
15. 瞿同祖（2003：307）的研究表明，州县官员与地方士绅之间关系紧密，具有某种合作
关系，这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一方面，州县官员的前途和名声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士绅；另一方面，士绅也依仗州县官员来维持自己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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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方大湜（1821—1887 年），字菊人，清巴陵人。以生员入胡林翼幕，历任广济知县、襄
阳知县、山西布政使等职务，《平平言》等书作者。

三、寻找支持者与疏解地方抗阻

（一）支持者的作用
既有官僚政治制度决定盛宣怀很难直接通过行政手段寻求地方

官员的配合，然而从史实来看，他仍然在湖北各个级别的官员中找到
了一些办矿的“支持者”，这些人在疏解地方抗阻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
的作用。

首先，他们可以提供各种弹压保护的资源。支持者们或是亲自前往
护送，或是向下级官员传达命令，让他们妥为照料，不论哪种情况都可
以极大地降低社会骚动的可能性。以宜昌勘矿为例，虽然宜昌知府瞿廷
韶并不支持总局勘矿，但管辖范围覆盖宜昌的荆宜施道的孙家榖却减
少了瞿廷韶消极态度的影响，承担了勘矿期间主要的保护工作。当宜昌
府鹤峰州出现打着总局旗号的诈骗案件时，孙家榖当即专函鹤峰州牧，
令其逐细查明，并将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详复盛宣怀，表示他已经“谆
嘱该州文武各官暨长乐郑令”在后续工作中加意照料（徐元基等，
2016k）。即使在总局工作人员离开宜昌，前往荆门州进行后续勘探后，
孙家榖依然提供了行政支持，及时派义顺营炮船两艘并托江陵县派差
三名护送洋人由漳河赴局，以防止洋矿师沿途遇袭。

此外，由于一些支持者在任或曾任矿产地的州县官员，他们可以利
用与地方士绅之间的熟人关系，协助对地方精英乃至民众展开疏导。以
广济为例，士绅上禀事件发生后，盛宣怀立即起程赴湖北开导绅民。然
而他到达湖北之后并没有直接前往广济，而是先去武昌拜见了武昌知
府方大湜。 16盛宣怀希望利用方大湜前广济知县的身份给上禀士绅写
封信，劝导他们不要对总局勘矿抱有成见，而方大湜也答应了盛宣怀的
请求，迅速给广济著名士绅吕益大致信，详细陈述了总局开矿可能带来
的种种好处。根据盛宣怀后来的记述，这封信在地方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查督率洋人看山，最虑士民误会，必得一素为该处士民爱
戴之官吏弹压照料，庶能熨贴。上年初来广济，幸得旧令尹方菊
人致绅耆一书，地方赖以翕注，此其明验。（徐元基等，201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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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光绪四年八月，为寻找新的矿源，总局决定派矿师前往荆门州勘矿。然而当时荆门当
地“大旱望雨，人情颇不安静”，主要负责人周锐担心勘矿过程出现事端，认为除了炮船、
兵勇、士绅护卫勘矿之外，必须要荆门州知州李芋生亲自来局保护才算周妥。但周锐认
为仅凭自己或者李瀚章都无法要求李芋生亲自来局，唯有让李芋生的同乡方大湜写信
劝导，此事方能成（徐元基等，2016m）。
18.“宜昌勘煤已由鄂中檄饬地方官会商办理，敝处前亦致函稼生，属其饬属照料保护，
计洋矿师到彼，当不致有意外之虞”（徐元基等，2016p：225）。

在广济现任知县史醇不愿意帮助盛宣怀劝导地方的时候，盛宣怀
通过与方大湜取得联系，成功填补了“弹压照料”的地方官的空白。此外
也有史料表明，当总局在湖北其他地方遇到问题的时候，方大湜仍然以
不同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17

这些支持者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政治秩序对于开矿的不
利影响，为盛宣怀在湖北办矿打开了局面。那么，这些地方官员支持开
矿的原因是什么？这就需要对支持者的身份特征做一定了解。

（二）支持者的共性特征
查阅支持者们的仕途履历即可发现，他们大多是与李鸿章关系密

切之人，而且这种密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于办矿的态度。
最为典型的案例来自两湖最高行政长官、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光

绪三年，李瀚章结束了在云南查办马嘉理案的工作，正式回任湖广总
督。对于总局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上文已经提到，光绪元年
盛宣怀刚到湖北的时候，由湖北巡抚翁同爵兼署湖广总督的位置，因为
其“意尚疑惧”的保守态度，让盛宣怀在处理相关工作的时候格外谨慎
保守。这种情况在李瀚章处理完马嘉理案回到湖北之后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作为李鸿章的兄长，他对兴办总局一直比较支持，还曾专门致信
翁同爵论述总局开矿的种种好处（徐元基等，2016n）。李鸿章在接到兄
长调回湖北的消息之后，还曾专门致信盛宣怀议论此事，并感叹鄂厂自
此“不患无人主持，但患矿产太薄耳”（徐元基等，2016o），可见李瀚章坐
镇鄂中对疏导地方的重要意义。

上文提到的荆宜施道孙家榖与武昌知府方大湜，实际上均受李鸿
章的提携庇护。宜昌抗阻发生之后，李鸿章曾亲自致信孙家榖，嘱托他
对开矿进行照料保护。18对于方大湜而言，李鸿章一直都是其仕途上的
关键人物。方大湜与盛宣怀一样，并非科举正途出身。他自胡林翼幕府
中起家，于咸丰年间即就任广济知县，而后历经太平天国十余载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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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李明墀曾经在同治八年李鸿章担任湖广总督期间受他保举（顾廷龙等，2008d），并于
光绪五年由李鸿章请奖（顾廷龙等，2008e）。
20. 虽然“汉黄德道”作为一个地方官职古已有之，但是“江汉关监督”这一官职却是 19
世纪 60 年代汉口开埠通商之后新设置的，其主要功能在于征收关税、稽查货物和管理
汉口国际贸易等（郑彬彬、张志云，2020）。此外，该职位的官员还同时担任湖北省盐茶牙
厘局董事，该局是太平天国之后湖北巡抚胡林翼为恢复商业、增加税收而新设置的机
构，因此，汉黄德道的董事身份意味着其管理范围不限于海关，还包括整个湖北省的商
业和财政事务（罗威廉，2016）。换言之，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几乎是湖北省内与洋务
和工商业关系最紧密的职位，而李明墀之所以能够在同治十年被破格补用为（转下页）

伏，到了同治八年仍在广济。真正的个人转折出现在同治八年五月，时
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拔擢方大湜为宜昌知府（顾廷龙等，2008c），使他
终于从广济离任。而后，方大湜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从湖北道员升
任直隶按察使，后出任山西布政使。直到光绪九年，方大湜对奉旨进京
听候简用不满意，绕赴天津拜见李鸿章后擅自回籍，而李鸿章甚至曾亲
自上书为他开脱罪名，二者往来密切程度可见一斑。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回顾，可以相对直观地看到李鸿章的势力对于
办矿的影响：作为直隶总督，李鸿章尊贵的地位、极强的权力和广泛的
社会关系可以为办矿提供不可或缺的便利。此外，一些重要的历史巧合
也增强了这种便利性，其中既包括李鸿章自己曾任湖广总督的经历，也
包括继任者李瀚章同他的兄弟关系以及李瀚章在矿事遇阻时恰巧回任
等。上述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湖北地方官群体中“支持者”的行为，
这些行为有力地缓解了“守旧”官绅和行政系统的直接障碍，为总局在
地方的创生提供了可能性。

湖北的案例既证明督抚权力和社会关系对洋务企业的重要影响，
也证明这种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行政管辖范围而存在。但需要
补充的是，一些地方官员选择支持办矿并不只是出于对庇护关系的维
护和强化，种种史料表明，他们对于洋务的态度本来就相对开明。比如，
李鸿章曾经在奏折中禀请时任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的李明墀会同筹
办湖北矿务，“督饬文武员弁认真稽查弹压”（徐元基等，2016q：47）。这
位李明墀固然也与李鸿章关系密切，19 但却并不是以李鸿章幕府成员
的身份去帮助盛宣怀的，而是作为“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以相对正
式的身份去协助办理总局事务。该官职设立的历史很短，职能又主要集
中在工商和税收领域，20这就决定了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不但对洋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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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黄德道，最为核心的原因也是他与洋人打过交道，熟悉“中外交涉事件”情
形（参见《清实录（第五一册）：穆宗实录（七）》，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21. 将这个思路延展出去进行考察，我们发现上文中提到的协助盛宣怀缓解宜昌勘矿阻
力的荆宜施道孙家榖也具有极强的洋务背景。同治七年，时任礼部郎中的孙家榖作为第
一批中国公使，随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出使泰西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同时也对西
洋各国的政治制度、工商业等进行了考察（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1977:
243）。这次长达两年的出使让孙家榖成为当时国内少数非常熟悉洋人和洋务的官员。归
国之后，他不但向曾国藩等大员普及洋务知识（曾国藩，2011：389），自己也产生了让中
国通过学习西洋机器技术走向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孙家榖曾经为张德彝的《随使法国
记》作序，其中写道：“世之言智巧者，以西人为巨擘，和议既成，气机火轮之制，中华得
习其法，然史言张衡造候风地动仪，陇西地震，京师应之，若合符节，西人未之能也。后人
岂不如古？精而思之，格物致器，将有远胜于彼者，奇云乎哉”（张德彝，1982:21）。

（接上页）

所了解，还大概知晓总局可能之于湖北财政的意义，这些都构成对盛宣
怀有利的背景。 21

因此，在疏解地方抗阻这个问题上，社会关系与对洋务的态度都具
有一定解释力，但后续史实也表明，二者都不构成支持者积极提供援助
的全部原因。光绪七年七月，湖广总督李瀚章致信直隶总督李鸿章，要
求裁撤两年前由盛宣怀开设的荆门矿务总局，此次湖北办矿正式宣告
结束。那么，为什么在社会关系并未改变的情况下，李瀚章对办矿的态
度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要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对盛宣怀疏解阻力的
另一类手段进行分析。

四、分利：疏解抗阻的另一个侧面

支持者的存在帮助盛宣怀在湖北打开了局面，但是仅凭这一方式
还不能解决全部的地方阻力：一方面，依然存在大量“迂拘偏执”的地方
官扰乱矿务勘采；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有限性也部分限制了支持者对
士绅的疏导效果。本部分将对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性质变化及其原因、
士绅上禀问题的具体解决过程以及相关地方背景进行回顾，以期探讨
对于地方抗阻的另一条疏解思路。

（一）“利归本省”
根据李鸿章和盛宣怀的计划，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本应为官督商办，

“商集其费，民鸠其工，官总其成，而利则商与官、民共之”（徐元基等，
2016r：25）。然而就在这一规定拟出半个多月之后，盛宣怀却突然撰文，
建议煤厂全部改归官办，退还商股，“请中堂给发直隶练饷钱二十万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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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三焦为人体器官名，系六腑之一，分为上、中、下三部分。《灵枢》有“上焦如雾，中焦
如沤，下焦如渎”的说法，可见三者功能并不相同。三焦不通，可能会使清气不升、浊气不
降，导致各种疾病。

请湖北给发公款钱十万串，仿照制造局责成在官”（徐元基等，2016a：
33）。那么，盛宣怀为什么突然对企业性质做出如此重大的变更？这一关
于煤厂性质的变动又与本文讨论的主题有什么关联呢？

事实上，盛宣怀此文大部分篇幅并没有议论“改归官办”，而是集中
在对“湖北煤厂应归湖北筹办”这一问题的讨论上。

如磁州、台湾、祠山、乐平、潍县、池州等处，俱经勘议而未
成。窃尝思其不效之故，由于本省官民与客官、客商情谊不洽，
譬诸人之一身，上中下三焦不通，即成膈症。于是筹思各省矿
务应归各省自办，而使官、商、民同溥其利，则三焦通矣。（徐元
基等，2016a：32）
盛宣怀在这里用了一个中医的比喻，他认为办矿过程中官、商、民

的关系譬如人体三焦，22三者之间不存在主次关系，但它们的配合情况
却是事情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矿务大潮中多个地方出现危机，其根本
原因在于勘议时出现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在于本省官、商、民对
开矿将威胁地方利益和地方治安的判断，正是这种判断和相伴相生的
抵制行动导致了办矿总体进程的“瘀滞”。因此，要想真正解决办矿过程
中的地方问题，就必须以“利”通“三焦”，通过一种恰当的利益分配方
式减少本省人和外省人以及官、商、民之间的矛盾，最终达到解决地方
阻力的理想效果。

具体到本文案例，盛宣怀这一说法与我们看到的湖北开采煤铁招
商总局所面临的环境阻力是相互印证的。在当时的湖北，即使是兼署湖
广总督的翁同爵都对开矿心存疑虑，而下面的地方官和基层士绅更是
对总局的工作万般阻挠，认为这将有损地方秩序，对地方有害而无益。
在盛宣怀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式在于让地方感受到开矿的好
处，把开矿变成与地方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只有苦志经营，着重强调
“利归本省”，才能让“异议者始熄，斯役方底于成”。

而让盛宣怀心焦的问题是，在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股份招定，规模
初具”的时候，出现了与“利归本省”的做法相龃龉的传闻。据传，李鸿
章欲令湖北煤股十万归并于轮船招商局的总账中，让轮船招商局的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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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盛宣怀年谱》中，夏东元将“改归官办”归因于盛宣怀对个人权限的担忧。这种分
析更多是从李鸿章创办洋务的整体格局出发来考虑问题：若总局股权与轮船招商局归
并一处，作为湖北煤矿核心组织者的盛宣怀也可能会受到轮船招商局总办的限制，这对
于他来说无疑是不利的（夏东元，2004：35）。本文认为，这种说法具有一定解释力，但是
根据盛宣怀文章的内容，再联系前文对于地方阻力的分析，本文同时认为盛宣怀在文章
中的陈述也并不单纯是借口，坚持“利归本省”仍然是盛宣怀决定改变总局性质的一个
原因。

股商人多沾余利。盛宣怀认为，这么做就相当于“劝他省呕尽心血而创
其成”之后，将利益“俱为我攫而得之”，相当于让轮船局“尽天下之利
权而揽之”。一旦并账实现，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将成为一个坐落于湖北，
却与本地之官、绅、民均无关系的组织，这必然会引起地方官绅和民众
的强烈不满，从而导致后续工作陷入艰难。

因此，盛宣怀在文章末尾提出了一个权衡性的策略：既然本省招商
自办会导致轮船局的股东有怨言，改归轮船局又会让湖北本省之人不
满，不如将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整体由官督商办改归官办，由李鸿章出直
隶练饷钱二十万串、湖北出公款钱十万串共襄此举。相应地，总局所创
造的利益也可由直隶与湖北共分，“一半缴至天津充海防经费，一半缴
至湖北充江防经费”，以此保全湖北之局，并让“凡世之渔利者莫得而动
心焉”。

盛宣怀的这一提议最终被李鸿章采纳，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官办
性质便由此确定下来。可以发现，导致总局性质突然发生改变的并非在
筹划“官督商办”过程中招股受挫等资本方面的原因，而是创办者对“利
归本省”这一原则的强力坚持。在该文章的手稿中，“湖北煤厂应归湖北
筹办议”是原本的题目，“并改归官办”几个字反而是后添上去的。这一
改动似乎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盛宣怀经过权衡后的最终决断。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利归本省”对于办矿的重要性，而这也可以视为盛宣怀缓
解地方阻力的重要手段。23

（二）“利益同沾”
除了改变总局性质以实现“利归本省”之外，盛宣怀在兴办总局的

过程中还用了一种“利益同沾”的方式来让基层地方绅民感受到总局带
来的好处，从而逐渐扭转态度。

上文已经提到，面对广济士绅的抗阻，盛宣怀曾托付广济前任知县
方大湜写信劝导。在此之后，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士绅们再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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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根据上文，虽然广济绅民抗阻开矿，但这种抗阻更多是源于对地方传统的高度遵循，
而不是对开矿的种种害处的实际经历。所以，方大湜的这种阐释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助
于减轻士绅对于开矿等地方新事物的忧惧。
25. 信中很多地方关于利益的描述是非常具体的，如“所议开矿之法，用洋人机器一座，
运使机器者约须二百人，此二百人即雇募附近居民至为简捷。开矿后酌抽钱文，归广济
绅士收存，听其作地方公费，官不与闻”等（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2018c）。

有抗阻总局开矿，上禀的主要组织者候选道库大使刘宗祥、州同衔张锺
典、县丞衔郭在岐等人还被总局任命为首士，协助总局查禁私挖等情况
（徐元基等，2016s：8-9）。那么，当地士绅对总局的态度为何发生了如此
明显的变化呢？

毫无疑问，方大湜给士绅的劝导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正是那位
曾经在广济立永禁碑石的“升县方”，所以对士绅而言，由方大湜出面进
行劝导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但与写信者身份同样重要的是信件内容，信
中用了很大篇幅详细讨论了士绅们最看重的总局与地方利益之间的关
系问题。

今日事势于昔不同，昔之开矿也，必点矿户，今由官办，无
所谓矿户也，安有矿户之害。昔之开矿也，必须多人，今用机
器，无所谓多人也，安有多人之害。昔之开矿也，任用胥役，今
以委员专办，无所谓胥役也，安有胥役之害。且不惟无害也，机
器需人力，济民无业者既可资以为生，辨矿必须设局，寒士入
司局务，又可图薪水以供事畜，其利一。开矿而煤值贱，合邑省
费不赀，其利二。销炭而抽提钱文，凡地方济人利物之事，如堤
工宾兴书院等项，可以次第举办，其利三。无三害而有三益，公
私两益，吾意济民之忻然从也。（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2018c）
方大湜将总局开矿形容为“今日事”，并着重区分了它与旧有矿局

的区别。在他看来，总局不点矿户以及用委员、用机器等“新”特征都是
不会破坏地方治安、损害地方利益的原因，因此也就不需要像传统开矿
一样被禁止。24在此基础上，信中还着重强调了开设总局能够为地方带

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包括让寒士获得薪资，为公共工程积累经费等。25

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述，方大湜得出了总局办矿于地方“无三害而有
三利”的结论。可见，方大湜并不是单纯基于熟人关系直接要求士绅配
合开矿，而是利用这层信任关系来阐释开矿之于地方利益的好处，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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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总局说服士绅。
盛宣怀到达武穴之后，也立即对总局向地方分利的方案进行了详

细规定，以兑现这个以“利益同沾”为核心的承诺。
再，查该镇乡镇堤工、书院系属地方要举，需款孔殷，拟俟

开获煤斤，销售得价，每百吨准提钱二十四串文以充堤工、书
院经费，按季由该首士吕益大等向局具领，以备公用。所有该
首士等经理贤劳，自应酌提薪水，准即在于前项经费二十四串
之内，提出四串，以资办公。（徐元基等，2016s：9）
在方大湜的引介下，总局与广济地方初步达成了关于利益分配的

的协定。而在总局后续的勘探过程中，根据矿产资源的分布情况，这种
方式也逐渐推广开来，成为协调解决总局与勘矿地之间关系的一种有
效手段，相关地方社会也通过这种方式成为能够正当分享总局产出的
一个利益主体。

至此，我们对“分利”这种疏解阻力的方式以及它与“寻找支持者”
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分利”常常需要以支持者的引荐或谕令
为前提，但它并不只是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通过人际间关系建
立地方与矿局之间的关系，将矿局转变为一种地方性利源，从而实现扭
转地方官绅态度的目的。

五、疏解的内在逻辑

从实际情况来看，“分利”这种方式的确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地方
的抗阻，而接下来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种疏解方式能够达到疏解阻力
的效果？在现实情境中，“分利”究竟是如何实施的，其背后又具有哪些
深层次的含义？

资料表明，“分利”并不是总局与基层地方之间建立的一次性合约。
在实际分利过程中，虽然总局与地方都会遵循“每百吨准提钱二十四串
文”以及“提出四串以资办公”的规定，但有趣之处在于，各地士绅往往
会以此规定为基础，以具体事件为由向盛宣怀申请额外拨款，而盛宣怀
也会根据这些事件的具体内容进行批复。仅以广济县和兴国州两地为
例，这类沟通内容如表 1 所示。

在盛宣怀与地方士绅围绕分利问题展开的互动中，每笔资金“名分”
的确定都是极其重要的，这几乎构成了他们沟通的主要内容。不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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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拨款，盛宣怀给出的理由大多与地方民众息息相关，围绕着“养民”
“利民”和“教民”等内容展开讨论。以光绪二年借款修堤一事为例，在
士绅的恳请下，总局共为广济长达二百八十丈的石堤出银二千三百金，
占当年总局所支总费用的 10%左右（徐元基等，2016t）。在盛宣怀给李
鸿章的信中，专门有一段对此事进行了解释：

前以济民阻挠，故酌定捐款，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较他处
已经多一捐款。现以夏汛在即，济民环求垫款修筑横堤，目击
田庐忍听湮没？已准借给钱二千串，饬县督率绅士择要先修，
凡此靡费，实不获己，其可以撙节之处，无不丝丝入扣。（徐元
基等，2016d：64）
盛宣怀认为减轻地方阻力的一个思路在于利益同沾，而利益同沾

的核心要旨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要对当地民生有实际的关怀。只有
“平时临之以庄，感之以恩”，以“不忍之心”为修堤之类的重大地方事
务提供帮助，才能“使其异议无自而生”。对于盛宣怀而言，士绅申请拨
款这个行为本身存在一定正当性，因此即使在总局经费紧张的情况下，

地点 时间 内容及原因 盛宣怀是否同意及原因

广济

光绪元年
六月

（1）任命绅士为首士，查私挖
（2）为乡镇堤工、书院拨款 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光绪二年
二月

借给济民钱二千串修筑横堤 是：目击田庐忍听湮没

光绪二年
四月

恳请将钱文于宾兴、沧浪书院重加分拨
否：教民先在养民，节省膏火
之资，郑重修堤之举

光绪二年
四月

（1）给发首士薪水
（2）为堤工、书院、宾兴拨款

是：让地方百姓同沾利益

光绪二年
九月

推荐士绅与耐劳民人为首士， 经理各处人
工、采买树木，查偷懒停留、查煤块偷漏等

是

兴国 光绪二年
十月

（1）推荐该镇文武二汛官，其人系贫苦微员，
拟给津贴若干
（2）推荐该镇保正，其“寒苦异常”，希望“怜
恤穷民”，按月给饭食若干

否：未知其能实心耐劳为国办
事否？ 切毋冒滥。

（1）遵提经费重修吴王庙：吴王系兴国一州
福主，祭祝乏资
（2）修筑金龙山真关洞，此系神灵感应、僧民
两有裨益之事。

吴王庙兴修， 届时尚可照办；
金龙山修理庙宇， 暂当从缓。
本道志在利民， 神其有知，亦
必以利民为首务

注 ：根据光绪元年至光绪二年盛宣怀与相关士绅往来函稿整理 。

表 1：盛宣怀与士绅就地方拨款问题的沟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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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方大湜，《盘塘石工记》，载英启修、邓琛纂，《黄州府志》第七卷·建置志，光绪
十年刊本。
27. 在吴邦杰等上广济县禀中，郭在岐于三十九位署名士绅中排名第五，时为县丞衔（徐
元基等，2016d）。
28. 参见：王方田，《盘塘横堤石工记》，载英启修、邓琛纂，《黄州府志》第七卷·建置志，
光绪十年刊本。

也要根据民生的实际需求来做出具体回复，而不能一味否定。在这个问
题上，与其说盛宣怀是一个经济理性的企业经营者，不如说他更像一个
关心地方民生的父母官。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盛宣怀这种对地方民生的细致考量也正是
当地士绅和官员逐渐接受总局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以修堤为例，盛宣
怀此举的确触及当地民生中最核心的部分。根据地方志记载，广济江堤
“起广济盘塘，历黄梅、宿松、望江、怀宁，延袤五县，盘塘一溃，五县皆
成巨浸”。然而，当地士绅势力虽强，却少富商大贾、名门望族（林济，
1999:170），士绅们即使有心修堤，在大多数时候还是拿不出足够的经
费。因此，历史上修筑维护广济江堤的次数屈指可数，更多时候只能任
凭水患侵害民生。有趣的是，最近一次清末修堤就发生于方大湜任广济
知县期间，他还专门写文记录此事：

予为是早夜思维，计欲经久，匪取材于石不可适。筹得公
项八百余缗，乃亲履沮洳，率生员游应奎、郭在岐、陈维敬、张
翼千，总衔胡锡哲等赋丈属役，即堤外最险处，自趾至堤之半，
固以巨石崇五尺，修三百二十余丈植之。26

联系广济抗阻开矿事件不难发现，不论是协助劝导的官员方大湜，
还是组织上禀要求禁矿的士绅郭在岐，27实际上都对广济石堤的修筑
极为关注，这也正是他们作为地方官绅最传统、最基本的职责所在，但
从历史事实上看，因为战乱和经费原因，方大湜和士绅们都没能完成石
堤的修筑工作，工程进行到一半就被迫停滞下来（尹玲玲、何晨成，
2012）。而总局入驻广济事件终于为修筑横堤带来了新的资金来源，地
方志中也留下了“光绪二年，直隶提补道盛君取煤于盘塘之官山，费二
千三百金以修也”28的记录。

综上所述，我们无法排除逐利、政治庇护等因素对地方官绅行为的
影响，但通过对地方历史背景的梳理，本文进一步发现了官绅行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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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在《清史稿》的方大湜传中，着重强调了方大湜亲民的特点：“大湜生平政绩，多在为
守令时，所至兴学校、课蚕桑，事必亲理，胥吏无所容奸，民亲而信之”；“归田后，谓所亲
曰：官至两司，不如守令之与民亲，措置自如也”（赵尔巽等，1998：9960）。

的复杂性。作为以“亲民”为核心政绩的官员，29方大湜对于地方民生的
重视也是他撰写书信劝导士绅的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已经意
识到了总局之于地方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作为两湖地方士绅，以水利
建设为代表的地方工程本是吕益大、郭在岐等人的传统职责。在战乱刚
刚结束，地方经费极度紧张的晚清，总局的进驻也为他们带来了履行自
身职责、保护地方利益的可能性。即使是对洋务和治安忧心忡忡的湖广
总督（兼署）翁同爵，也意识到并称赞总局这些利民之举对地方的重要
意义，发出了“（地方）纵有良莠不齐，尝亦各知感畏”的赞叹（香港中文
大学图书馆，2018d）。

行文至此，我们终于可以解答本文第三部分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
与李鸿章关系最为亲密的人物，为什么湖广总督李瀚章对湖北矿务的
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最终给李鸿章写信要求停办荆门矿务总局呢？
原因就在于，在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由广济迁出，改建为官督商办的荆门
矿务总局之后，由于一时间难以找到可供机器开采的矿源，故采用了
“收民煤以转卖”的方式来维持开销。然而这种方式就意味着与煤炭商
人争夺市场，导致“商民皆病”的后果。在荆州牧蒋铭勋以及湖广总督李
瀚章看来，“荆煤本小民素有之生计”，矿局这个做法上损国税、下碍民
生，因此必须饬令停止。而与荆门矿务总局不同，在广济的湖北开采煤
铁总局则更多地展现出关心地方民生的传统父母官形象，这也成为该
局得以存在的重要合法性之一。

上述事件进一步表明，“分利地方”是一种有效的疏解方式，但更根
本的乃是其背后的抚民思想，这一点是支持者声援湖北矿务的重要原
因。换言之，虽然两种疏解方式产生作用的原因是多重且复杂的，但“抚
地方之民”却是一个始终贯穿其间的思路，它构成了疏解方式所共同拥
有的深层次的逻辑。

六、结论

（一）应对地方抗阻的策略及其影响
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认为，开矿是一种对国家利源的挖掘。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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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光绪年间在湖北地区开展的矿务行动也承载着对富国强兵的期许。
但当时中国治理结构的特点（包括有限的行政权力以及传统的地方性
官僚系统）以及蕴藏在治理结构背后的官绅群体极强的地方意识都与
矿务发展存在张力。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张力在勘矿和试采阶段就已经
体现得非常明显，地方抗阻正是此种张力的一个表现。

以此为背景，本文主要讨论了盛宣怀疏解地方抗阻的方式和策略，
并重点揭示了其中的两个侧面。第一个侧面是利用关系网络在湖北各
级地方官员中寻求支持者，由支持者协助疏导地方和护卫矿师。虽然盛
宣怀等人很难通过正式的行政权力调度湖北官员，但关系网络却在很
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僚制度在空间上的不足，将湖北地方官员的力量注
入了抗阻的疏解过程之中。第二个侧面则围绕着分利与抚民展开：通过
将总局性质从官督商办改为官办来促进“利归本省”；通过资助公共工
程及部分绅民来与基层地方分利，以此实现抚民。事实上，两个侧面之
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地方官僚系统中支持者的存在为分利的实现
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没有支持者的引荐、疏导和庇护，盛宣怀等人
很难获得湖北地方官绅的接纳和信任，分利过程也就无从谈起；而从
史实来看，“分利”本身也是矿局能够获得湖北地方官绅长期支持的核
心原因，“分利”过程的存在稳定甚至扩展了盛宣怀的地方支持者网络，
将地方与矿局之间原本具有的“本土—外来”关系转化为地方内部的
“官—民”关系，相比于前者，后者更趋近于一种相对模式化和正规化的
手段。

但不论是疏解方式中的哪个侧面，都没有破坏既存的地方性政治
社会秩序。非但如此，不论寻找支持者还是进行分利，都严格遵循了一
个蕴含在治理结构之中的传统治理逻辑，即所谓的“抚地方之民”。在这
个意义上，疏解抗阻是一种利用现有的资源状态和治理思路对张力进
行弥合，以尽力满足办矿需要的尝试。那么，这种疏解方式又会对矿务
和矿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解决地方抗阻的过程就是矿局在湖北实际创生的
过程，也是盛宣怀等人试图疏解抗阻，通过“抚地方之民”而让矿局“落
地生根”的过程。在开办之前，矿局更多地是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设想
中的事物，它关乎整个国家的建设，具有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自觉意
识。但在盛宣怀实际操办矿务之后，他必须直面治理结构及治理理念中

24· ·



落“地”生“根”：中国近代工业创成中的传统治理策略

30.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重点讨论建立行政联系的过程。但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提到的，在
地方抗阻出现后，李鸿章禀请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李明墀“会同筹办”湖北矿务，而在
李明墀离任之后，继任汉黄德道何维键也承担了会同筹办的责任，可以认为，总局在实
际层面上被纳入了湖北的行政管辖范围。

的地方性特征对于办矿的阻碍，采取各种方式促进矿局的实际生成和
稳定存在。正是在解决地方抗阻问题的过程中，总局逐渐与湖北各个层
级的“地方”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关联：在利益方面，总局的创设并非为了
湖北地方的利益，但却在疏解地方抗阻过程中逐渐成为湖北各个层级
的地方实际的（或潜在的）利益来源，与地方产生了经济上的持续性联
系；在人员方面，以既存关系网络为基础，总局也拥有了一批湖北地方
官绅作为支持者，其中一部分人直接成为首士和总局的官方负责人，介
入了总局的工作。30就此而言，承载着富国强兵期许的总局在实际创成
过程中增长出了地方性，嵌入了湖北既存的政治社会秩序中。

需要进一步说明这种“嵌入”的含义和性质。盛宣怀与士绅协商分
利内容的事实表明，矿局并不是通过任何制度化的法律或契约与地方
建立联系，也不是通过制度去明确“主”与“客”、本土与外来之间的界
限。恰恰相反，通过与基层地方就分利内容、原因和数量的反复协商，矿
局作为一个直隶官员创办的外生性组织，已经具备了某种传统地方治
理机构的色彩，变成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逐渐融入了地方的治理过程和
治理体系之中。

（二）理解中国近代工业创成的“地方”视角
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对工商业发展的影响”的问题

已经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在继承已有研究问题和思路的基础
上，本文试图通过经验研究进行尝试性扩展。

既有研究往往将讨论重点直接放在组织上，通过个案分析找出“中
国早期近代企业”所普遍具有的静态特征，而后指出这些特征与传统政
治秩序之间可能具有的关联。本文认为，这种讨论路径只能模糊地勾勒
出传统政治秩序对组织特征的影响，很难揭示出这种影响具体的发生
机制。本文从中国近代煤矿产业创生的历史社会情境入手，关注湖北矿
局这一洋务组织从无到有的动态生成过程，通过分析办矿者所面临的
具体问题及其解决方式，进一步揭示传统政治秩序影响矿务发展的原
因、内容和机制。通过对清光绪年间湖北矿务的个案研究，本文集中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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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中国既存政治社会秩序中官僚系统的特征及其相关观念对于发展
矿务的影响。最初，这种影响体现为湖北地方官绅的反对行动，即本文
所谓的地方抗阻现象。随着盛宣怀等办矿者疏导策略的展开，抗阻状况
逐渐得以疏解，既存政治社会秩序的影响以一种更为稳定的、常态化的
形式体现在了矿局具体的经营过程中，即总局在创成过程中滋长出了
“地方性”特征。

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暂时跳出既已成熟的“官—商”研究范式，从
地方的视角出发去理解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过程，丰富我们对中国近
代工业组织的认识。在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案例中，官商之间的矛盾并不
明显，案例反而揭示了官员群体内部围绕“地方”所产生的复杂分野：不
论是湖北官绅与盛宣怀之间，还是湖北官绅群体内部，都潜藏着关于办
矿的诸多争议。而盛宣怀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抗阻的影响，乃
是因为较为成功地利用了关系网络以及“抚地方之民”这种官绅群体内
部的共识，从而为勘矿行为以及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存在增强了合理
性。观察矿局的演进历程也可以发现，在何种程度上维持“抚地方之民”
这一共识也成为湖北矿务能否持续进行的关键性问题。就此而言，不论
是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成功，还是光绪五年之后荆门矿务总局的失败，
都昭示着地方问题对于矿局这类近代工业组织的重要性。

联系本文的第一部分，矿务大潮之后发展的诸多近现代工业都与
既存社会形态之间产生了愈发密切的关系，这意味着地方问题并非仅
在光绪矿务大潮期间昙花一现，还可能伴随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发
展，贯穿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始终。近年来，相关学者关于中国治理逻
辑延续性的讨论成果丰富，这些研究大都认为传统帝国带有地方特征
的治理逻辑可能会以某种形态渗入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过程之中（周
雪光，2016，2017；周黎安，2014，2016；曹正汉，2011，2017，2021）。国家
治理的此种延续性意味着它对工业的影响可能也具有某种历史沿袭
性，从而使“地方性”演变为某种长期性的特征，融入中国不同时期的工
业组织形态中。

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近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可能
对工业造成的影响。具体到本文，近代工业组织的“地方性”可能会随着
政治社会秩序的变动而发生更为复杂的转化。在湖北开采煤铁总局（19
世纪 70 年代）的案例中，政治社会秩序基本处于同治中兴之后相对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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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传统的状态，“地方性”也更多是在洋务运动“富国”的背景下，盛
宣怀等外省办矿者为提高矿局在湖北地方的合法性，主动解决地方问
题而促生出来的性质。但在晚清以降的历史进程中，帝国本身陷入政治
分裂，地方开始各自进行内部的政权建设和资源调配（李怀印，2018），
部分地方甚至出现了地区主义的独立化倾向（裴士锋，2015）。一方面，
晚清之后这种地方主导下的建设、认同乃至独立化的倾向与本文所谓
的“地方性”并不相同，它是一种由地方自主展开的、综合性的社会转
型，而非在统一国家背景下单纯以工业组织的创生和存续为目的而促
生的性质。但另一方面，这种政治社会秩序的变动会持续深刻地影响中
国近代工业的发育，地方主义倾向会与工业组织既已生成的“地方性”
相互碰撞，激起更为复杂多样的事件和互动，在进一步塑造工业组织的
诸多特征的同时，作为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对变迁的过程和结果产生深
远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讨论只是对相关研究
的初探，如何从“地方”视角出发，深入揭示中国近代工业的创成逻辑还
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以地方问题为线索，关注中国近代工业发
展的历史进程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中国工业组织和相关制度体系的认
识，继而为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及现代国家形态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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